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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解释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桑明旭

摘 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误读、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解释学视域的

开启密切相关，过度强调文本理解过程中读者与作者的间距，也就放大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

思想差异。在方法论层面对此深度回应，要求我们回到恩格斯本人的解释学立场。事实上，

恩格斯尽管没有使用过“解释学”概念，但在其关于“理解”“解释”的相关论述中，尤其是在马

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序言、马克思遗稿整理出版的说明以及与诸多马克思主义“误解者”的

论战中，却表达了极其丰富的解释学思想。这些思想涵盖了理解的本质及其对象、理解的条

件及其限度、文本的意义及其来源、理解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正确理解的可能性、理解的对错

之分及其判断标准等诸多解释学基本问题。当前，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恩格斯的解释学思

想，对深度驳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诘难、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关系以及

“回到马克思”“让马克思走进当代”的关系、正确审视不同解释学流派、系统构建马克思主义

解释学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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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对恩格斯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进行纪念，一方面要进一步弘扬他的理论思想，尤

其是要将其思想宝库中尚未被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的内容清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则要对他所遭受的

种种误读和诘难进行深度辩护，尤其是要对其为何会遭受如此被误解的命运给予方法论层面的反思和

清理。在这里，我们之所以提出要研究恩格斯的解释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正是因为这一课题与上述两

方面内容都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从前者来看，随着解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基础性地位的不断

凸显，面对绝对主义解释学与相对主义解释学的掣肘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解释学研究中的失语状况，我们

不应该再以恩格斯未使用过“解释学”概念为由，让其关于“理解”“解释”的丰富论述及其蕴含的解释学

思想继续蛰伏。从后者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指责恩格斯误读了马克思，其内在逻辑支撑正是将马克思

恩格斯的关系界定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因而相关批评恰恰是在解释学视域中展开的。因此，回到恩格

斯论述“理解”“解释”的理论语境，推动恩格斯解释学思想在当代出场，也就有着弘扬与辩护的双重学术

意义，进而也就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项重大理论任务。

一、恩格斯在解释学视域中受到的误解

解释学是一门研究“理解”“解释”的学科，法国思想家利科将其定义为“与文本（text）解释相关联的

理解运作的理论”［1］（P3）。解释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如何理解、解释文本，而是如何认识和把握“理解”“解

释”本身，包括什么是理解，理解的对象是什么，理解何以发生，何谓文本的意义，文本是否有原意，文本

意义由谁赋予，理解的性质是什么，理解有无对错之分，判断理解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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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解释学视域中，主要问题也不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而是如下一些问

题：我们能否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马克思主义文本是否有不依赖于研究者的原意，这些文本的意义是

由马克思等人赋予的还是研究者在理解中生成的，研究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意义是否有正确

与错误之分，判断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理解是否正确的标准是什么，等等。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解释学视域是缺失的，主要表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不能准

确定位文本的对象。人们在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时，依赖的文本往往来自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在研

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依赖的文本往往来自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年马克思或青年恩格斯。二是不能自觉

把握理解的性质。人们往往认为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理解权威对马克思的理解是绝对正确的、毫无

偏差的，进而将理解权威的思想完全等同于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中，解释学视域的缺失

带来了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理论方面，以苏联教科书为模板的理解方式虽然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

主义的传播，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思想中诸多重要的方面，导致马克思的思想在理解中遭遇

封闭、僵化、教条的命运。这在实践层面的后果是，将苏联社会主义道路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唯一道

路。由于忽视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发展陷入困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陷入低谷。对上述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反思，催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解释学意识的觉醒。一些研究者

开始意识到，要通过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理解权威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未必完全正

确，不能无批判地用他们的思想来代替马克思的思想。应当说，解释学视域的开启对于破除马克思主义

所遭遇的僵化、教条命运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随之展开的“回到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

极其丰硕的成果。但是，正是在解释学视域的开启和深化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具有多重身份的

恩格斯的学术形象开始逐渐走下神坛，变得越来越有争议。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解释学意识的觉醒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做法就是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区

别开来，试图以祛除恩格斯的“干扰”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当卢卡奇提出“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问

题并批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2］

（P51）的时候，已经表明他形成了如下解释学观点：恩格斯不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的理解者，

对恩格斯进行批评不等于对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葛兰西随后则正式提出了“恩格斯并不是

马克思”的口号：“不需要低估第二位［恩格斯］的贡献，但也不需要把第二位和第一位［把恩格斯和马克

思］等同起来，人们也不应该认为［恩格斯］归诸于［马克思］的一切东西都是绝对真实的，不渗入任何其

它东西的。……问题在于［恩格斯］并不是［马克思］，而如果人们要知道［马克思］，人们就须首先在他的

真正的著作中，在那些由他直接负责发表的著作中去寻找他。”［3］（P72-73）从理论逻辑上看，葛兰西上述

论断是有道理的，恩格斯与马克思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主体，在思想上存在一些差异是正常的。但是，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实际阐述中，这种差异被人为地放大了。不论是柯尔施对“新的布尔什维克‘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的批评，还是施密特、马尔库塞、萨特以及南斯拉夫“实践派”对恩格斯的物质本

体论和自然辩证法的批评，再或是莱文的“马恩对立论”，在总体上都延续了卢卡奇开启的批判路向，指

责恩格斯在诸多方面误解、遮蔽甚至是肢解了马克思的思想。

在这里，我们不必详细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批评恩格斯的，也不必在具体理论观点层面对

恩格斯所遭受的批评给予反驳。基于具体理论观点来为恩格斯辩护的工作早已展开并且成果颇多。我

们在这里想要澄清的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批评恩格斯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方式，不仅扼杀

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解释学视域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恩

格斯与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基本一致性，抹杀了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正确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以驱逐

恩格斯来开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解释学视域，也是对恩格斯解释学思想的漠视与误读。换言之，以摆脱

恩格斯的“束缚”来凸显解释学视域的必要性以及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合法性，其隐性逻辑前提是，作为马

克思主义的理解者，恩格斯是严重缺乏解释学思想的。诚然，恩格斯并没有使用过“解释学”概念，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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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构建一个完整的解释学理论框架，但是在他的相关论述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序言、马

克思遗稿整理出版的说明以及与诸多马克思主义“误解者”的论战中，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解释学思想。

因而，当前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进行辩护和证明，不仅需要澄清恩格斯的具体观点和思想

史事实，还要依据恩格斯相关论述系统阐明其持有的解释学立场。从当前理论研究的现状和趋势来看，

我们亟待在后一项任务中开展出卓有成效的工作，进而在理论事实辩护的基础上佐以方法论层面的辩

护，对相关诘难和误解给予系统性回应和澄清。基于此，我们再次重访了恩格斯的文本，在梳理概括其

中有关理解、解释的论述后发现，恩格斯在如下方面对解释学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恩格斯论理解的本质及其对象

在恩格斯的论述中，“理解”一词是在认识论与解释学两种意义上使用的。在认识论意义上，理解等

同于认识，是主体把握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以及它们运动发展规律的精神活动。在《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批评18世纪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

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4］（P282），这里的理解就是认识。应当说，在恩格斯那

里，理解一词多数情况下是在认识论意义上使用的，但我们不能据此就否认他在解释学意义上也多次使

用了“理解”这一概念。解释学意义上的理解是读者把握文本意义的精神活动，其对象是文本，目的是把

握文本的意义。

比如，恩格斯在《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中开篇写道：“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沃尔弗的这一著作，我认

为有必要在这里先写几句话。”［4］（P247）在1867年6月16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建议马克思在《资本

论》第1卷的内容表述上多分一些小节，多加一些小标题，“这样，看起来可能有点像教科书，但是对广大

读者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5］（P261）。在1895年3月11日致韦尔纳·桑巴特的信中，恩格斯说：“我很高

兴，终于在一所德国的大学里也看到对《资本论》有这样的理解。”［5］（P689-690）很显然，在恩格斯的上述

论述中，“理解”是在解释学意义上使用的。在这里，理解的对象不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而是

文本，理解的目的也不是把握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以及它们的运动发展规律，而是把握文本的

意义。

恩格斯认为，理解的对象是文本，某一特定理解的对象是特定的文本，理解活动的展开需要有自觉

明确的文本对象意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解释学观点——依据马克思自己

的文本来理解马克思，并不是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原创，恩格斯在理解、阐释和传播马克思思想的过程

中已经多次阐明了这种观点的重要性。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恩格斯在谈及莫里

茨·维尔特为保尔·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中所写的评

论时指出，莫里茨通过解读巴尔特的著作来理解、评价马克思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对于理解马克思来说，

巴尔特的著作“全是第二手的东西”［5］（P586）。基于同一原因，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瑟夫·

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

确要容易得多。”［5］（P593）

恩格斯还认为，树立正确的文本对象意识，不仅要依据作者的文本来理解作者的思想，还要区分同

一作者在不同时期所写文本之间的差异。以马克思为例，青年马克思在文本中传达的思想与老年马克

思在文本中传达的思想是不同的，在解读马克思的思想时，不能将其不同时期的文本混淆起来。马克思

的博士论文以及《莱茵报》时期、《德法年鉴》时期的文本有其自身特定的意义，这些文本一经完成就成为

一个历史文件，它们传达的思想无论成熟与否都不可更改地蕴含在既定的文字符号之中。恩格斯在《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现在重新呈现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

最初是在1845年夏天出版的。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本

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6］（P365）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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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为《雇佣劳动与资本》所写的单行本“导言”中，恩格斯坦率地说：“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

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

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不尽一致，有些用语和

整个语句如果用后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而不言而喻：在供一般

读者阅读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所包含的这种早期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作者和读

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修改地重印这些早期著作。”［6］（P701-702）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

版序言中，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指出，由于时代发展，《宣言》的一些观点是需要有不同写法的，“但是《宣

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7］（P6）。据此可见，在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中已经包含

了明确的文本对象意识，这表明，指责恩格斯没有树立自觉文本对象意识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在某种

意义上说，恩格斯提出要将文本作为一个历史文件并且要准确区分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文本中所传达

的思想的差异，较之于那些批评者来说显得更加深刻。

三、恩格斯论理解的条件及其限度

解释学对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在于唤醒了人们理解的自我遗忘，进而对理解的发生及其

条件进行反思。在解释学视域中，理解的发生是有条件的，从根本上说，理解的条件是理解者具有思维

能力。具体来看，理解的条件包括前理解、语言、间距、解释学循环等。诚然，恩格斯没有使用过“前理

解”“间距”“解释学循环”等概念，但他在这些方面却有着清晰明确的理论观点。

关于前理解。在解释学中，前理解也叫做先见、前见、前识、视界、视野，“喻指理解的起点、形成理解

的视野或角度、理解向未知开放的可能前景，以及理解的起点背后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背景”［8］（P23）。任

何读者在理解文本之前，都已形成了一定的前理解，没有前理解，理解不会发生。同时，在理解某一具体

文本时，如果读者的前理解与该文本差异较大，则不可能正确理解该文本。关于前理解是理解的条件，

恩格斯有大量的论述。在1885年11月7日致劳·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提出，人们在阅读《共产党宣言》

时需要对该文本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不指出《宣言》是怎样产生的，那无论用什么语文来出版都绝对

不行。不指出这点，第二章末尾以及第三章整章和第四章整章就完全不可理解”［9］（P372）。读者若想正

确理解某一文本，其前理解不仅需要包括该文本的社会历史背景，还需要包括该文本的理论背景，尤其

是该文本与其出场时代相关思想之间的关系。在1889年7月4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恩格斯介绍

了自己在整理《资本论》第3卷时所遇到的困难时说：“论银行和信用的那一篇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基本

原理叙述得十分清楚，但是要看懂整个上下文却需要读者非常熟悉这方面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如图克

和富拉顿的一些著作，而情况通常与此相反，因此需要加很多解释性的注释等等。”［10］（P236）恩格斯在此

表达的观点是：读者对图克、富拉顿等人著作的理解，构成了他们把握《资本论》第3卷“银行和信用”篇章

的前理解。在为《法兰西内战》1891年版所写的“导言”中，恩格斯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上面提到的这

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较短的宣言。首先是因为《内战》提到

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如果没有第一篇宣言作参照，是不能完全弄明白的。”［11］（P99）恩格斯在这

里表达的观点是：读者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的理解，构成了他们把握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前理解。

在恩格斯看来，前理解既是理解发生的条件，也是误解产生的条件。任何理解都在一定视野下展

开，特定的视野制约着理解活动本身。在当年，德国理论界难以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恩格斯

认为，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原因可以归结到前理解上，即在德国学者的前理解中缺

乏经济史方面的内容。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症结：“在德

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不仅很难抛掉学校里灌输的

那些历史观，而且更难搜集为此所必需的材料。例如，老古·冯·居利希在自己的枯燥的材料汇集中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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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了能够说明无数政治事实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谁读过呢！”［5］（P669-670）这句话的意思

是，对当时德国理论界来说，居利希的著作及类似著作阐述的内容，构成了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性

材料，同时也构成了理解《资本论》的经济史视野。在前理解中缺乏经济史知识，必然会误读《资本论》。

正因如此，面对当年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曲解，恩格斯强调，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文本诞生的时代

背景和理论语境中去理解，结合当时具体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斗争去理解。恩格斯晚年多次提到，马克思

和他的一些文本在写作时由于具体批判任务的需要而不得不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一方面，如

经济的基础性作用等，但是，读者在理解这些文本时却抛开了上述前理解方面的内容，将马克思主义误

解为“经济决定论”。这同时也表明，恩格斯当年已经自觉意识到“视域融合”之于正确理解的必要性了。

关于语言。文本是表达作者思想的物质符号系统，阅读某一文本首先要掌握该文本使用的语言，否

则理解不可能发生。在具体研究中，有学者将语言置于前理解的框架下，即语言是前理解的组成部分，

有学者则将语言作为与前理解并列的要素。恩格斯对语言之于理解的前提作用的分析集中在后一维

度。众所周知，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承担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翻译和再版工作，在此过程中，恩格斯系

统说明了语言在理解中的前提作用。在1893年4月8日致姆·尔·科塔尔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把《资本

论》第二卷译成法文这样重要而艰巨的事情，是不可能委托给一位完全不相识的人去做的”，“从事这项

工作，除必须对德文有深刻理解外，还必须精通经济学”［12］（P62）。翻译也是一种理解，将《资本论》第2

卷从德文翻译成法文，若不能扎实掌握德文，理解不可能发生，翻译自然也无从谈起。同时，恩格斯在这

里显然是将语言（德文）置于与前理解（精通经济学）并列的地位。同一观点在恩格斯1883年4月致《今

日》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也能清晰地看出。在这封信中，恩格斯以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名义向不列

颠出版公司指出了《资本论》翻译中存在的问题：“第XXIII（23）章《简单再生产》的译文很不完善，译者部

分地由于不甚理解《资本论》的主要思想，部分地由于不够熟悉法语语法，而出了非常严重的错误。”［13］

（P381）不难发现，恩格斯在这里同样是将语言（法语）和前理解（《资本论》的主要思想）并列作为理解的

条件。1884年4月11日，恩格斯就《哲学的贫困》的翻译事宜与爱德华·伯恩施坦通信，他在信中再次指

出语言之于理解的前提性：“在德文本中，应当准确地沿用黑格尔的专门术语，不然就会不可理解。”［9］

（P138）

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翻译与再版过程中，恩格斯发现，语言既是理解的条件，也是误解的条件。一

方面，不同语言在指称同一对象时存在明显差异；另一方面，同一种语言在不同作者那里也有不同用法。

关于前一方面，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说：“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

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

了，所以现在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不会使原稿增色。”［7］（P17）关于后一方面，恩格斯在论

述中多次谈到读者在理解黑格尔“专门术语”时面临着困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深

刻地认识到，如果上述两方面因素叠加起来——在不同语言之间理解一些专门术语，那么则会遭遇更为

严重的理解障碍。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在介绍自己翻

译外来语中的“科学技术用语”时说：“如果能翻译出来，那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这就是说，翻译只能歪

曲这些用语的含义；这样做解释不清楚，反而会造成混乱。”［11］（P495）以上论述表明，恩格斯对语言在理

解中的作用已经有了较为系统辩证的认识。

关于间距。在解释学中，间距用来表示能指与所指、作者与文本、读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

离。正是因为存在着上述类型的间距，理解才得以发生。理解的目的是缩小甚至消除间距，没有间距，

就没有理解。在相关论述中，恩格斯对间距之于理解的前提作用给予了充分说明。在晚年关于历史唯

物主义的若干书信中，面对德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化、单向度理解，恩格斯多次号召大家去阅

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理解

这些文本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德国学者尤其是“青年派”与马克思主义文本之间存在着间距。当然，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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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理解的条件，也是理解的障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和法文版序言中说：“万事开头

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14］（P7），“我所使用的

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14］（P24）。马克思在这里

强调的理解难题，主要是由间距导致的。在恩格斯看来，理解因间距而存在，因间距而困难，缩小间距不

仅是读者的任务，也是作者的任务，作者在写作文本时需要考虑间距对读者的影响并设法缩小间距。

1867年6月16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并就《资本论》第1卷样稿与马克思交换意见。他在信中提到，当时

社会上的广大读者与《资本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间距，间距出现的原因是辩证法的缺失，因此，他建议

马克思借鉴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的写作方式，因为“读者，甚至有学识的读者，现在都已经不再习惯这

种思维方法，因而必须尽量减少他们阅读的困难”［5］（P261）。

关于解释学循环。解释学循环是指称理解活动中细节/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循环关系。读者既要通

过细节来理解整体，又要通过整体来理解细节。反之，不能理解细节就不能理解整体，不能理解整体就

不能理解细节。理解细节与理解整体之间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该过程构成理解的条件。恩格斯十

分重视解释学循环的重要性，并对割裂细节与整体关系的理解方式进行了批评和纠正。1939年5月，恩

格斯以《伍珀河谷来信》作者的名义给伦克尔博士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对龙克尔割裂文本细节和

整体关系的做法给予了批评：“我请您在读完全文以后再作判断，而且今后要逐字引用但丁的话，否则就

根本不要引用。”［15］（P74）在这里，“读完全文”与“逐字引用”的关系显然是整体与细节的关系。在具体理

论工作中，由于恩格斯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读者对马克思主义文本整体性的割裂，因而他更多地强调理解

整体对理解细节的重要性。在1883年4月下半月致《今日》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恩格斯对不列颠出版公

司单独出版《资本论》第1卷部分章节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从一部完整的有逻辑联系的科学著作的中间

部分抽出某章，而不加任何前言就把它献给读者，是完全不对的。”［13］（P381）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

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要把握总的联系”［5］

（P670）。1895年4月15日，恩格斯致信理查·费舍讨论马克思和他的著作的出版事宜，他在信中说：“马

克思决不会赞成陆续分册出版；……像《神圣家族》、《福格特先生》等这样的书，分成两个印张左右的分

册出版，是绝对不行的。这样读书不能使读者有任何收获，这种支离破碎的阅读只会使人莫名其妙。”［5］

（P702）为了让读者能够整体把握马克思和他的文本，恩格斯甚至向理查·费舍提出一个在当时来看十分

“大胆”的计划：“把马克思和我的小文章以全集形式重新献给读者，并且不是陆续分册出版，而是一下子

出齐若干卷。”［5］（P702）这些论述表明，尽管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解释学循环”概念，但已经基本形成较

为自觉的解释学循环意识。

四、恩格斯论文本的意义及其来源

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是解释学的基本问题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原点性问题。文本是否有原

意、什么是文本的意义、文本的意义由作者赋予还是由读者生成，这些问题成为当前解释学研究中争论

的焦点。从恩格斯的论述来看，他对上述问题作出了系统的分析，形成了明确的思想观点。

第一，文本有原意。在解释学发展中，关于文本是否有原意在方法论解释学阶段不构成一个问题，

直到解释学发展到哲学解释学阶段，该问题才被提出并加以讨论。对此，恩格斯的意见是明确的：文本

有原意，否认文本有原意的观点是错误的。1867年6月16日，恩格斯就《资本论》第1卷校样致信马克思

时说：“我还发现了几处印刷错误。我只把那些确实失去原意的列成勘误表。”［5］（P261）在《共产党宣言》

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在介绍《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再版与传播情况时指出：“以后在美国又至少

出现过两种多少有些损害原意的英文译本，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7］（P12-13）在《资本论》第1卷第

四版序言中，恩格斯在介绍该版校订工作时说：“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1843—1845年在巴黎记的旧

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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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就是如此。”［14］（P37）在这些表述中，恩

格斯明确使用了“原意”一词，申明了他的解释学立场。同时，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等文本撰写序言

时，也有过诸如“《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等表

述，强调《共产党宣言》有其一般原理、基本思想、核心思想。这也表明恩格斯是认可文本有原意的。

第二，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赋予的，是作者在文本中传达的思想。在何谓文本的意义、文本的意义

由谁赋予的问题上，恩格斯的观点是：文本的意义不是能指而是所指，不是读者赋予的而是作者赋予的，

文本的意义是作者在文本中传达的思想。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

序言中都强调，这一文本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7］（P14）。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恩格斯在介

绍编校该文本过程中遭遇的诸多困难时说：“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16］

（P3），“马克思要说的话，在这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都说了”［16］（P8-9），“可以知道，马克思善于把多少东

西压缩到这个篇幅中去”［16］（P8）。这些论述都表明，在恩格斯看来，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赋予的，是作者

在文本中传达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还深刻地指出，作者作为现实的个人其思想是不断发展的，

文本的意义只能是作者在撰写该文本时所传达的思想，因而要历史地看待作者与文本意义的关系，不能

简单地将不同时期的作者与不同时期文本的意义任意对接。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

序言中，恩格斯明确阐述了该论点：“本书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

决不是完全一致的”［6］（P370），但是，“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特别是青年时期的激情使我

大胆作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6］（P371）。这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个历史文

本，该文本的意义是24岁的恩格斯所传达的思想，而不是72岁的恩格斯所传达的思想。也就是说，在强

调作者赋予文本意义时，不能非历史地对待作者与文本意义的关系。

第三，读者不能将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作者或文本。恩格斯在正面阐述作者赋予文本意义的同时，也

通过批评相关读者将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作者或文本的做法，阐明其对读者生成文本意义的论点的拒斥。

1884年2月，恩格斯将他翻译的《论蒲鲁东》交给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校阅，在收到校阅意见后又

于1884年3月11日和15日致信保尔·拉法格。他在信中强调：“您没有权利把马克思实际上没有说过的

话强加于他”［9］（P128），“请尽量更准确地表达原文。马克思这样的著作，草率地翻译是不行的”［9］

（P129）。1890年9月16日，保尔·恩斯特在《人民呼声报》上发文将恩格斯的理论观点歪曲为当时“青年

派”的理论观点，对此，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恩斯特先生对待我的

行为，除非称之为幼稚，是无法形容的。……这个人具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以致不把别人的话读成相

反的意思，就连一行也读不下去”［10］（P491）。在《资本论》第3卷序言中，针对美国学者斯蒂贝林对马克

思经济学观点尤其是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误读，恩格斯批评道：“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

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17］（P26）在

1891年7月1日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针对保尔·巴尔特对马克思的误读和批评，恩格斯反驳道：“巴

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制造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说什么这应当是马克思的

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说，是他，巴尔特，把某

些不正确的东西强加给了马克思，相反，却说马克思自相矛盾，不会运用自己的理论！”［5］（P616-617）在

1891年11月1日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恩格斯再次批评了巴尔特的文本理解方法：“您千万不要像巴

尔特先生那样读黑格尔的著作，即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构造体系的杠杆的那些错误推论和牵

强之处。”［5］（P623）这些论述表明，恩格斯对于读者生成文本意义、读者可以根据需要对文本任意解读的

观点是坚决拒斥的。

第四，作者对文本的意义负责。从逻辑上看，否认文本意义由作者赋予，倡导不同读者生成不同的

文本意义，必然导致如下结论：作者不具备文本主体权利，即使其文本被读者曲解、肢解；作者无需对文

本负责，即使他对别人诽谤、谩骂也无需承担责任，因为文本意义不是来自于他，而是来自于读者。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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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上，恩格斯的意见截然相反，明确强调作者对其文本享有主体权利，负有主体责任，对文本意义造

成的结果负责。众所周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副标题是“就路易斯·亨·摩尔根

的研究成果而作”，他在这一著作中大量引证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材料和观点，对此，他在该著作

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作出说明：“读者大体上很容易辨别出来，哪些是属于摩尔根的，哪些是我补充的。

……关于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基本上是属于我的；……最后，凡是没有明确引证摩尔根而作出

的结论，当然都由我来负责。”［4］（P16-17）在编辑、整理、再版马克思文本的过程中，恩格斯也多次强调文

本的主体权利和主体责任是属于作者的。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第三版序言中说：“在这第三版中，凡

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会修改的地方，我一个字也没有改。”［14］（P29）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说：

“我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在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

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意思上只要略有

疑难的句子，我就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16］（P3）在《资本论》第3卷序言中说：“凡是意义明白的地方，我

总是尽可能保存初稿的面貌”［17］（P7），“在我所作的改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我

必须利用马克思提供的实际材料，哪怕尽可能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出结论的地方，我都用方括号

括起来，并附上我的姓名的缩写。我加的脚注有时没有用括号；但是，凡是注的末尾附有我的姓名的缩

写的地方，这个注就全部由我负责”［17］（P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手稿虽然在框架上较为完整，但是

在论述上却并不完整。因此，当年韦尔纳·桑巴特等人曾建议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手稿重新撰写，以便将

该卷阐述得更加清晰。对这一建议，恩格斯予以明确拒绝：“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按照马克思

的文字整理马克思的手稿，就是尽了我的职责，虽然这可能要逼着读者更多地进行独立思考。”［5］（P692）

这些论述表明，在恩格斯看来，作者对其撰写的文本具有主体权利。对马克思的文本，即便是在思想上

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最亲密的战友”也不能代替马克思的作者身份。

恩格斯指出，作者对其文本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还体现在版权、名誉权等方面。当年大不列颠出版

集团试图将《资本论》第1卷拆分为若干个文本出版，恩格斯对此表达了抗议和不满。他在1883年4月致

《今日》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以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名义说：“至于说到出版我父亲的

著作的各个整章译文，那就产生了版权问题。请不要忘记，我要对其他也分享这个版权的人负责，而且

为了我父亲的声誉对如何把他的著作译成英文负责。在这个问题上我保留自己的全部权利。”［13］（P381-

382）恩格斯不仅坚决捍卫马克思对其文本的主体权利，当自己的文本遭到无端修改时也同样公开申明

自己的权利。1890年，恩格斯《沙皇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在《新时代》发表后不久又被约翰·狄茨以

俄文形式刊登在《社会民主党人》上。在此过程中，狄茨未经恩格斯同意就对文章的许多内容加以修改，

修改之处也未做出相应的标注和说明。恩格斯对此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在1890年4月1日致卡尔·考茨

基的信中说：“我不允许任何一个出版人背着我作这样的检查。因此我要马上写信告诉狄茨，如果文章

的其余部分同经我看过的校样有差别，即使有一字之差，那我绝对禁止他刊登。”［10］（P369）恩格斯当日随

即致信狄茨：“您未经我的同意也未经编辑部的同意就擅自对我的关于俄国政策的文章作了种种修改。

无论是刑法典还是反社会党人法都绝没有要求您做这些修改”［10］（P369），“我写这封信禁止您刊登文章

的其余部分，除非它是一字不差地完全符合经我修改过的校样，并且我保留采取我认为必要的其他一切

措施的权利”［10］（P370）。1893年3月14日，恩格斯给弗·维森回信讨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和原则

问题，在回信的结尾处他说：“我给您以发表此信的权利，但不要删节。”［5］（P652）这句话表明，恩格斯之

所以能够给予维森发表该书信的权利，是因为这个权利本身属于恩格斯；之所以不允许维森对文本删

节，是因为恩格斯要对该文本负责。可见，恩格斯当年对作者与文本关系的思考已经非常成熟了。

五、恩格斯论理解的相对性、绝对性以及正确理解的可能性

在解释学中，理解的性质问题或理解的相对性、绝对性问题是指读者能否把握文本的意义。围绕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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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同解释学派别持有不同的主张。主张读者无法把握文本意义的，属于解释学意义上的不可知

论，由于该理论是建立在肯定理解的绝对相对性与差异性基础上的，因而也被称作相对主义理解观；主

张读者能够把握文本意义的，属于解释学意义上的可知论。其中，解释学意义上的可知论还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认为读者可以在绝对意义上把握文本的意义，这属于绝对主义理解观；一类认为理解的性质是

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相对中有绝对，绝对中有相对，读者虽然不能毫无误差地绝对把握文本的意义，

但可以正确地把握文本的意义。较之于绝对主义理解观和相对主义理解观，倡导理解的性质是相对性

与绝对性统一的观点被称作辩证的理解观。从恩格斯的论述来看，他在理解的性质问题上是秉持辩证

的理解观的。

首先，恩格斯对解释学意义上的不可知论或相对主义理解观持有明确的反对态度，旗帜鲜明地强调

正确理解是可能的。在1884年1月9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对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

本论〉》一书作出评价：“他的理解都是正确的，可是表达得极其马虎，我在稿子上作了订正。”［9］（P83）在

这里，恩格斯虽然对杰维尔介绍《资本论》的文字表述评价不高，但对于杰维尔对《资本论》的理解是肯定

的，即杰维尔正确理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传达的思想。在1895年3月11日致韦尔纳·桑巴特的信

中，恩格斯说：“在主要问题上，您所谈的还是正确的。”［5］（P690）很明显，恩格斯在这里虽然对桑巴特的

部分表述持保留意见，但还是认为他正确理解了《资本论》的主要思想。在解释学中，翻译同时也是一种

理解，恩格斯在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工作的有关评述中也表达了他的理解观。在《共产党宣言》1890

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对该文本的1885年丹麦文译本存在的问题表示遗憾，指出问题的原因是译者面

对少量翻译难题时选择了删除，并且在态度上也有草率从事的痕迹，“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细心

一点，他是能够译得很好的”［7］（P19）。在该篇序言中，恩格斯还对《共产党宣言》其他几个译本作出了评

价：“1886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7］（P19），“在英

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1888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7］（P19）。在这

里，“能够译得很好”“最好的译文”“可靠的译本”等表述，均表明恩格斯是认可读者能够正确把握文本意

义的。

其次，恩格斯对绝对主义理解观也持有明确的反对态度。如前所述，在分析前理解、语言、间距、解

释学循环等理解条件时，恩格斯辩证地指出它们同时也是误解的条件，读者总会受到这些条件的不同程

度的制约，因而，虽然正确理解是可能的，但误读也难以在绝对意义上消除。比如，恩格斯多次以语言对

理解的制约为例，表达了与绝对主义理解观不同的论点。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

“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

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14］（P32）在1892年2月4日致

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恩格斯在介绍黑格尔著作的阅读方法时说：“概念发展各阶段的完整的连贯性，

在黑格尔那里归结为体系，归结为暂时的东西，而我认为这种连贯性是最弱的方面，尽管是最巧妙的，因

为黑格尔企图借助巧妙的双关语突破一切难关：肯定和否定灭亡了，因而导致根据的范畴（《哲学全

书》）。如用任何一种别的语言表述，当然就得采取另外的说法了。若是把《本质论》中一连串的概念译

成其他文字，那末，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转换将是不可能的。”［18］（P270-271）这些论述表明，恩格斯是不

认可绝对主义理解观的。

再次，在恩格斯看来，否定绝对主义理解观并不意味着肯定相对主义理解观，否定绝对理解的可能

性也并不等于否定正确理解的可能性。人们之所以在理解观上走进非此即彼的误区，是由于缺少辩证

思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相对性与绝对性、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统一，对文本的理解也是如此；

人们通过科学方式可以正确认识世界，对文本的理解也是如此。1867年6月16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讨

论《资本论》第1卷样稿，他在信中谈到，这版样稿在叙述上有很大进步，但可惜的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印

章受到痈的影响已无法修改，“谁能辩证地思维，谁就能理解它”［5］（P261）。可见，在恩格斯看来，通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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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式可以实现对《资本论》的正确理解，这一方式就是辩证思维。同时，恩格斯还认为严谨的态度和不

懈的努力也是达至正确理解不可或缺的因素。关于严谨的态度，正如前文提到的，恩格斯在评论《共产

党宣言》1885年丹麦文译本时已经做出了分析；关于不懈的努力，恩格斯在1892年2月4日致康拉德·施

密特的信中说：“假如您在读黑格尔的著作时陷入了‘沼泽地’，可不要因而止步，半年后，您会在这个沼

泽里发现一些支撑点，沿着这些支撑点将会顺利走上大道。”［18］（P270）这表明，在恩格斯看来，理解的性

质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统一，读者通过合理方式可以正确把握文本的意义。

六、恩格斯论理解的对错及其检验标准

在解释学中，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是否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是与什么是文本的意义、文本的意义由谁

赋予、理解的性质是什么、正确理解是否可能等问题一脉相承的。如果认为文本意义由读者生成，理解

的性质是完全相对的，正确理解是不可能的，那么必然会认为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反之，如果认为文本意义由作者赋予，理解的性质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正确理解是可能的，那么则

必然会认为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很显然，恩格斯是承认后一种观点的，前文列举的恩格斯诸多论述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其中，“理

解都是正确的”“能够译得很好”“最好的译文”“可靠的译本”等论述表明，恩格斯肯定了相关论者或译者

对相应文本做出了正确理解；“没有权利把马克思实际上没有说过的话强加于他”“请尽量更准确地表达

原文”“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强加给了马克思”“翻译得大都不大确切”等

论述则表明，在恩格斯看来，相关论者或译者对相应文本做出了不准确或错误的理解。事实上，恩格斯

之所以感叹马克思主义“被歪曲得面目全非”［4］（P396），之所以引证马克思关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

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5］（P590）等论述，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文本被一些

读者错误地乃至庸俗地理解了。这表明，在恩格斯看来，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是有对错之分的。

承认理解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就要回答另一个问题：检验理解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客观地说，

该问题是解释学上的一大难题，原因是文本自己不能说话，因而在解释学发展史上不同流派对该问题有

诸多截然不同的回答。有论者认为检验标准是作者的理解，有论者认为检验标准是权威人物的理解，有

论者认为检验标准是多数人的理解，也有论者认为检验标准是“公共阐释”，等等。从逻辑上看，面对已

经成型的文本，作者、权威人物都只能是读者，他们与其他读者在理解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多数人的理

解、公共的阐释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解和阐释，多数性、公共性未必是客观性。在这一难题上，恩格斯的答

案是：检验理解正确与否的标准是文本的意义。

在1839年5月写给伦克尔博士的公开信中，恩格斯对伦克尔激烈地攻击他在《伍珀河谷来信》中的

观点表达了不满，并认为，如果要指责该文本的观点是对事实的歪曲，那么就要从文本事实出发而不能

说不了解情况，因而他追问道：“您为什么不指出哪怕一点歪曲事实的地方呢？”［15］（P73）在《资本论》第1

卷第四版的序言中，针对泰勒在没有详细了解马克思与布伦塔诺围绕《资本论》第1卷的引证问题所展开

的相关讨论就介入这场争论的做法，恩格斯说：“要么泰勒先生读过1872年的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

他现在就是在‘撒谎’”，“要么他没有读过这些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无权开口”［14］（P44）。这表

明，无论是出于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还是对文本引证方式的理解，判断其正确与否都要回到文本。在《资

本论》第2卷的序言中，针对洛贝尔图斯及其遗稿出版者泰·科扎尔指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剽窃”洛贝

尔图斯的成果，恩格斯列举了《资本论》相关表述，通过回到文本意义的方式予以充分驳斥。针对巴尔特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理解，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说：“他只需

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

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

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也可以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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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00）在这里，恩格斯的观点很明确，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文本的理解是错误的，判断该错误的标准

和依据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等著作的意义。针对不同论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

理解，恩格斯在1893年2月7日致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施穆伊洛夫的信中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

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其实就是它的起源！”［5］（P647）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历史唯物主

义来源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文本，检验读者对历史

唯物主义理解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起源的相关文本。1893年5月11日，《费加罗报》记

者发表了恩格斯评析当时德国政局的访谈记录（《弗·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

谈话》）。在访谈中，恩格斯对德国社会党人在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以及在选举斗争中

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等问题作出回答。关于如何理解这篇访谈，恩格斯在1893年5月17日致弗里德

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说：“关于我对德国局势的看法，你可以从随信寄去的《费加罗报》上的《谈

话》里看出。”［5］（P653）这表明，《费加罗报》发表的文本是理解恩格斯关于德国局势看法的依据，也是判

断读者理解正确与否的标准。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恩格斯编辑整理马克思遗稿的过程也是一个理解马克思遗稿的过程。在此

过程中，恩格斯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他的应对做法是以马克思遗稿的意义为依据和标准。比如在编

辑整理《资本论》第2卷时，面对“逻辑的联系常常中断；有些地方的论述不完整”［16］（P8）等问题，恩格斯

的应对办法是，“把最后的文稿作为依据，并参照了以前的文稿”，“总是设法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去解决

这些困难”［16］（P9）。可见，即使是在思想上与马克思保持高度一致的恩格斯，在理解马克思文本时也不

能以自己的理解为标准，而是要依据“最终的文稿”“作者的精神”。这足以看出，恩格斯在判断理解正确

与否的标准问题上持有坚定的立场和自觉的态度。

七、恩格斯解释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恩格斯解释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必须承认，囿于特定时代的理

论、实践背景以及个人所承担的特定理论和实践任务，恩格斯并没有对解释学进行专门讨论，只是根据

具体工作需要分散地阐释了其关于理解问题的一系列看法，因此，较之于相关解释学流派，恩格斯的解

释学思想在主旨的明确性、论述的严整性、体系的完备性等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尽管如此，由于恩格

斯的解释学思想是根植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因而在理论逻辑上更加深刻、彻底。在当前，深入挖掘和

系统梳理恩格斯的解释学思想，对解决如下重大理论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有助于准确澄清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关系之所以会成

为一个理论问题，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解释学意识的觉醒直接相关的。在此问题上，持不同解释学

立场的论者看法各不相同，如“马恩一致论”“马恩对立论”“马恩差异论”，等等。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主

义的主要创立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解者。在解释学上，如果坚持绝对主义理解观，承认理解的

障碍可以被绝对克服，那么必然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坚持相对主义理解观，

承认理解的障碍不能被克服，那么必然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对立的；如果坚

持辩证的理解观，承认理解的性质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那么必然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总体

相一致，在个别地方存在差异。从恩格斯的解释学观点来看，绝对主义理解观与相对主义理解观在思想

观点和内在逻辑上都存在严重缺陷，违背了理解活动乃至人类精神活动的辩证法。既然绝对主义理解

观与相对主义理解观难以成立，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上绝对一致或完全对立的论点也就难以成立。

恩格斯的辩证理解观认为，读者对文本意义实现绝对性把握是不可能的，读者和作者之间总会存在一定

间距，但同时，读者对文本意义的正确理解是可能的，读者可以正确把握作者在文本中传达的思想。也

就是说，如果马克思是作者，恩格斯是读者，那么二者在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差异，但同时，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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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也可以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据此逻辑，承认二者思想总体一致并存在细微差异，是对待马克思恩

格斯思想关系的科学态度。

其次，有助于正确把握“回到马克思”和“让马克思走进当代”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回到

马克思”是否可能及其与“让马克思走进当代”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论题。如果将这两个命题

置于解释学视域中进行考察，二者之间的争论可以归结为文本是否有不依赖于读者的原意、文本的意义

由谁赋予、正确理解是否可能等问题。“回到马克思”的反对者认为，文本没有不依赖于读者的原意、文本

的意义由读者赋予、正确理解是不可能的，正如其代表人物指出的那样：“我们永远回不到纯粹的，亦即

非对象化的马克思那里去。”［19］（P35）既然不存在未被理解者“污染”的马克思，也就不必寻找“纯粹马克

思”，我们能做工作的只是“让马克思走进当代”。与之相反，“回到马克思”的倡导者承认，文本有不依赖

于读者的原意、文本的意义由作者赋予、正确理解是可能的。当然，在“回到马克思”的阵营中也有少数

论者认为“回到马克思”可以在绝对意义上实现，而不是在辩证意义上实现。依照恩格斯的解释学观点，

文本是有原意的，文本意义是由作者赋予的，正确理解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未被理解者“污染”的马克

思是存在的，“纯粹马克思”并不是幻影，我们可以正确理解马克思在文本中传达的思想。同时，根据前

文列举的恩格斯对各种任意解读马克思文本的做法的批评可以看出，“回到马克思”构成了“让马克思走

进当代”的前提。如果“回到马克思”不可能，读者只能回到自己理解的马克思，那么马克思又何必感叹

“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呢？如果无需“回到马克思”就可以“让马克思走进当代”，那么恩

格斯晚年又何必与各种对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理解的思潮做坚决的斗争呢？否认“回到马克思”的可能

性，会让各种执马克思之名的非马克思主义走进当代，这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依

据恩格斯的解释学思想，“回到马克思”是可能的，在“回到马克思”与“让马克思走进当代”的关系上，前

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的。

再次，有助于正确审视不同解释学流派的理论观点。在当前，解释学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

基础性理论，对特定的研究者来说，其持有的解释学立场决定了他的研究进路和思想主张。总体上看，

当前影响较大的解释学流派有如下四类：一是绝对主义解释学，二是相对主义解释学或主观主义解释

学，三是公共主义解释学，四是客观主义解释学。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绝对主义解释学典型地体现在

苏联教科书模式中，即认为理论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具有绝对正确性，这就扼杀了不同理解者的主

体性，结果必然导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相对主义解释学或主观主义解释学的代表人物是福柯、罗蒂、

巴尔特等，强调“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指向创造性的生产”［20］（P52）。否定文本有原意，强调读者生成

文本意义，则必然导致实用主义、虚无主义。主观主义解释学对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消极影响很大，

依其逻辑，承认可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多元化、差异化的理解，也就意味着承认有一千个理解者就有一

千个马克思，这样马克思主义也就完全被消解了。公共主义解释学是在反思和批判绝对主义解释学、相

对主义解释学基础上提出的，其核心范式是“公共阐释”，即一种“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

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21］。诚然，公共主义解释学的理论初

衷和探索精神值得我们尊敬和肯定，但是，该理论在逻辑上存在着诸多难以自洽的地方也是不争的事

实。公共性不等于客观性，“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人类的认识活动中，也

存在于人类的理解活动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以公共阐释代替客观阐释的做法曾对社会主义运

动产生过严重危害，以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险些被“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4］（P538）。客观主义解

释学是以客观性、主体性、可知性、辩证性原则对理解本身进行反思和建构而形成的解释学理论。其中，

客观性强调文本有不依赖于读者的原意，文本意义由作者赋予并构成检验理解正确与否的标准；主体性

强调文本解读是一种主体性活动，面对同一文本，不同读者具有平等的理解资格（包括完成文本后的作

者），并会形成具有一定主观成分的理解，进而导致理解的差异；可知性也就是可理解性，强调读者依托

有效的理解条件与合理的理解方法能够正确把握文本的意义；辩证性是指理解的性质是相对性与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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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统一，读者不能完全绝对“复原”文本意义，但是能够正确（辩证意义）把握文本意义。从恩格斯的解

释学思想来看，他对绝对主义解释学、相对主义解释学作出了明确批评，其理论逻辑与公共主义解释学

也是相冲突的，而客观主义解释学无论是在理论内容上还是在内在逻辑上都与恩格斯的观点完全一致。

从本质上讲，恩格斯与相关解释学流派在理论观点上的冲突根源于唯物辩证法与其他理论的冲突，因

而，如果我们承认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就必须坚决反对绝对主义解释学、相对主义解释学，辩证审视公

共主义解释学，旗帜鲜明地支持客观主义解释学。

最后，有助于系统构建马克思主义解释学。随着解释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的不断凸显，对

“理解”的讨论不可能仅仅在某种特定学说的单一理论框架下展开，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必然会与解释学

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在过往以马克思主义之名切入解释学的相关研究中，对国外解释学流派的理论

观点进行批判性分析，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方法进行反思，是两种居于主导地位的理论定向。这两

面取得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都未能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解释学思想进行深度挖掘与系统整理，也确

实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缺憾。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会造成如下两种隐性理论误区：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具

有阐释客观世界的理解观，而缺乏阐释文本意义的理解观；二是将阐释客观世界与阐释文本意义等同起

来，将认识论与解释学混淆起来，进而将马克思主义指认为所谓的实践解释学、权力解释学、资本解释

学，等等。应当说，这两种理论误区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对解释学研究，都会产生极其严重的

负面效应。一方面，忽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理解”“解释”的相关论述，否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具有

解释学思想，既会造成马克思主义在解释学问题上的失语状态，也会导致相关解释学流派因未遭到系统

化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有力抵抗而大行其道，致使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等理论思潮盛行。另一方面，将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解释学混淆起来，看似是为马克思主义在解释学领域开辟一席之地，实则是对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和解释学的双重矮化和降格。作为人的精神活动，认识与理解有着严格的区别，前者的对

象是客观世界，目的与任务是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后者的对象是文本，目的与任务是把握文本的意义。

如果不加区别地混淆二者，将认识的对象视作文本，那么客观世界和社会历史都会被当作文本，对它们

进行研究的目的和任务也不再是把握它们的规律，而是把握它们的意义。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唯物主义地基就被撬动了，历史虚无主义则获得了最合身的理论外衣。可见，将马克思主义阐释客观

世界的理论与阐释文本意义的理论相混淆，对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是根本性的。因此，详细梳理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解”“解释”的相关论述，构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学，已经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的迫切任务。受制于时代的理论和实践任务，恩格斯的解释学思想并不是十

分系统完整，但是，它不仅充分证明了否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具有解释学思想的理论偏见是有悖事实

的，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叠加上解释学之名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还为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解释学这一重

大思想任务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鲜明的理论立场、清晰的理论逻辑和明确的理论框架。这进而充分

表明，在恩格斯奠定的理论基础和规划的理论方向上继续前行，奋力完成构建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学术

任务，已经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容推卸的重大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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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s' Hermeneutic Thought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Sang Mingxu（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isreading and criticism of Engels by Western Marxis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pening

of the hermeneutic horizon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understanding. The overemphasis on the distance be‐

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author i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the text magnifies the ideological gap be‐

tween Engels and Marx. Therefore, we should return to Engels' own hermeneutical standpoint to give an in-

depth response methodologically. Engels, in fact, had not used the term "hermeneutics", but expressed the

thought of hermeneutics abundantly in his expositions of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about Marxism,

especially in the editing and publishing of the prologue of Marxist classic text and Marx's posthumous manu‐

script, and the debates against many people who misunderstood Marxism. These thoughts covered many ba‐

sic problems of hermeneutics, such as the essence and object of understanding, the conditions and limits of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and source of text, the relativity and absoluteness of understanding, the possibili‐

ty of correct understand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n understanding and the criterion of

judgment. Currentl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race and study Engels' hermeneutic thoughts deeply so as to

solve a series of important theory problems systematically, such as refuting the heckling against Engels from

Western Marxism, gras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s and Engels' thoughts, and between the trend of

"return to Marx" and "Let Marx enter the contemporary" accurately, inspecting the different genres correctly,

and constructing the Marxist hermeneutics systematically.

Key words Engels；hermeneutics；nature of understanding；text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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